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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訊社會為了提供更多元的個人化服務，蒐集、交換與儲存個人隱私資料的現象充

斥在現實生活中。電子商務和電子化政府等資訊社會發展的背後，人民的資訊隱私權經

常受到某種程度的威脅與傷害。保護資訊隱私權是維護資訊社會正常運作的必要條件，

維護資訊隱私權就是維持資訊社會的秩序。侵害資訊隱私權的行為會影響資訊社會的秩

序並妨害資訊社會的發展，因此資訊隱私侵害行為之相關議題相當值得探討與研究。本

研究擬以法律觀點對個人資料隱私權之侵害所規範的行為作為研究範疇，透過理性選擇

理論、計畫行為理論探討大專學生侵害資訊隱私權的行為意圖，並以實徵研究的結果分

析影響侵害資訊隱私之行為意圖的因素。 
 
關鍵詞:理性選擇理論、計畫行為理論、資訊隱私權、資訊隱私侵害行為。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customized services, the growing cyber society continues to 

expand activities in collecting, storing, searching, and exchanging private personal data. As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e-government services develop, the privacy of people’s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easily threatened.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essential to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fundamental to a well-functioning cyber society. Since information 
privacy intrusion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cyber society, any issue related to information 
privacy intrusion is worth exploration. Employing both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ntion to intrude upon people’s privat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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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dentifies and analyses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information privacy intrusion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formation Privacy, 

Information Privacy Intrusion. 
 

壹、緒論 
資訊社會中的資訊隱私權(Information privacy)是一項被認為重要，卻又容易被忽視

的議題。保護資訊隱私權是維護資訊社會安全的必要條件；然而，受到龐大的政治控制、

經濟利益與個人私慾等箝制，資訊隱私權相關議題未能得到資訊社會應有的重視與關

注。侵害隱私權除了會改變公領域、私領域與人我之間的界限，甚至可能對個人、社會

與國家帶來無法控制或彌補的傷害，例如：勞委會首例員工因轉寄電子郵件而被開除的

案例，是聯電董事長曹興誠透過電子郵件寄發「致員工一封信」（該信件沒有註明不得

對外透露），被 200 多名員工將此郵件傳給親朋好友。由於該信件被媒體大肆報導，引

發曹興誠不快，進而在未發放資遣費的情況下開除 10 名員工[2]。在資訊社會中，我們

經常將自己的活動以電磁記錄方式散佈在各地，例如：出生、就醫、交易等記錄，亦被

收錄在不同單位的資料庫。然而，網路社會的匿名性、跨國性、自治性、網路普及性與

表達特殊性等，衍生諸多資訊隱私權的侵權行為態樣[3]。我們不僅擔心個人的隱私權受

侵害，更擔憂我們對個人資訊的自我決定權已慢慢消失，因為資訊的普及與即時等特

性，削減個人對自身資訊的主動掌控能力，這是資訊隱私權的最大隱憂。 
Williams and McShane[67]指出，人類的行為相當複雜，很難被過於簡單的理論所解

釋，因此在引用理論的過程中，必須要經過系統觀察和小心的邏輯推演，才能對目前的

人類行為作更深入探討。過去許多資訊管理文獻在探討使用資訊科技的侵害行為時，經

常以不當行為、不符道德期待的行為作為研究標的，較少採用法律觀點或犯罪學理論探

討個人資料隱私權的侵害行為。因此，本研究以法律觀點，透過社會心理學理論與犯罪

學理論探討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希冀實證研究的結果能進一步解釋何種因素能夠

有效抑止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此乃本研究之研究動機。 

貮、文獻探討 

一、資訊隱私權 
Gormley[34]認為隱私權有四個基本理念：(1)個人性格的表達，強調人類特質的權

利；(2)個人自治權，個人擁有思想、行動與決定的自由；(3)個人有規範自身資訊，以

及控制與其他人交往的能力；(4)個人擁有秘密、匿名與獨處的權利。隱私權的定義有不

少版本與說法，基本上各學說均強調「人有權獨處，不被打擾」的精神[65]，傳達隱私

權不可侵犯的基本信念。綜合 Westin[66]、Clarke[22]與 Agranoff[8]對資訊隱私權的定

義，本研究對資訊隱私權的定義如下： 
(1)資料蒐集：特定人、團體與機關等，必須在合法且必要的情況，才得以蒐集

個人資料，而且在使用個人資料時，必須受到一定程度的規範。(2)資料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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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擁有存取檔案資料，以及更正錯誤資料的權利。(3)資料私密性：任何人、

團體或組織，針對於自身之資料，得以自己決定，何時、何地、如何及在何種

程度內，將個人資料傳達給他人的權利。 
資訊隱私權隱含於隱私權內涵的一部份，因為資訊隱私權是隱私權的子集合。為了

更清楚地表達資訊隱私權與隱私權的差異，相關的說明簡述如下：(1)資訊隱私權的範疇

較明確，資訊隱私權的內涵與範疇比較明確，其基礎也比較穩，例如：個人資訊保護法

第三條清楚規定個人資訊被保護的範圍。(2)資訊隱私權較積極，傳統隱私權強調個人的

私密生活不要被侵擾，較偏重在身體之生活空間的保護，對於靜態之個人資訊的保護比

較不週延、消極。相較之下，資訊隱私權提供人民請求保護個人資料的權利，當人民的

個人資料被蒐集、被利用、或被傳輸時，人民享有被告知的權利，同時人民也有權要求

停止、或刪除這一類不當行為權利。(3)資訊隱私權較主動，人民的隱私權被侵害，可以

請求法院排除妨害及損害賠償，其權利屬於事後性質，因此隱私權的權利被視為被動性

質。相較之下，資訊隱私權所賦予的積極性權利，人民可以決定自身資料的運用、檢測

與修改，進以維持個人資料的正確性，甚至包括他人對自身資料之無理由取得與使用，

以及因而導致的危險之防止[1]。 
資訊隱私權被侵害類型有五種類型[5, 7]，如表一所示。若以組織層級（Firm level）、

個人層級（Individual level）來檢視這五種類型，有些類型屬於組織對個人的侵權行為，

有些類型屬於個人對個人的侵權行為，亦有些是兩者皆是，相關說明如下所示： 
1. 組織層級（Firm level） 

較常發生在組織層級的侵權類型有下列三類：(1)通訊內容隱私權的侵害，經常被應

用在司法單位、ISP 業者與僱主等，通常是對特定人士的個人資料或行為進行監控。

(2)新興科技對隱私權的侵害，排除網路使用者的主動行為，多數被應用在企業網

站，通常是在網路使用者不知情的情況下，以資訊工具記錄個別網路使用者的行

為，侵犯個人的資訊隱私權，例如：特洛依木馬程式對資訊隱私權是極具傷害性的

軟體。(3)匿名隱私權的侵害，為了減少犯罪偵查的阻礙，網站管理者要求使用者對

自己言論負責的共識已形成，多數人能接受網站管理者的善意考量。 

2. 個人層級（Individual level） 
常見之個人層級的侵權行為有「個人資料隱私權的侵害」、「個人屬性隱私權的侵害」

兩種。兩者之中，又以侵害個人資料隱私權的灰色空間較大，因為被侵害者不一定

能很清楚確定本身的個人資料是否已被侵犯，有時甚至侵犯他人資訊隱私權時亦不

自知。由於個人屬性隱私權的侵害則是較清楚、明確，例如：在網路上公佈他人隱

私，這部份較強調被侵權者之個人屬性的隱私權。 
個人資料隱私權的侵害項目共計五種，「濫發電子廣告信」是最普遍、最常見的侵

權行為，通常是組織層級用來進行商業活動，而且這種侵權行為在立法與執法方面有較

大的彈性空間與不確定性，因此不列入本研究的範圍。有關「散佈侵害隱私權之軟體」

與「侵入他人系統獲取資料」的侵權行為，牽涉到較高的資訊科技專業知識，一般民眾

對這類侵權行為的認知較有限。為減少調查研究誤差發生的機率，這二種侵權行為亦不

列為研究範圍。至於「個人資料的商業化」與「不當洩漏他人資料」侵權行為，一般人

可能因為工作場所、環境便利或對資訊隱私權的認知不足等狀況，較有機會涉及上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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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行為，或是較常從報章雜誌接觸上述侵權行為的新聞事件，對這類型之資訊隱私侵

權行為較不陌生。因此，擬以這二項侵權行為作為本文的研究範圍。 

表一 資訊隱私權被侵犯的類型 

類型 項目 較常 
侵害之層級

網路監聽 通訊內容隱私權

之侵害 電子郵件監看 
組織 

個人資料的商業化* 
濫發電子廣告信 
散佈侵害隱私權之軟體 
侵入他人系統以獲取資料 

個人資料隱私權

之侵害 

不當洩漏他人資料* 

組織 
個人 

網路視訊 個人屬性隱私權

之侵害 行為的監視 
個人 

匿名隱私權 
之侵害 禁止網路匿名的形式，造成對匿名隱私權的侵害。 組織 

網頁瀏覽器的 Cookies 蒐集造成隱私權的侵害 
Pentium III 電腦晶片中加入識別序號之爭議 
Office 97 電腦軟體公司蒐集特殊電腦認證資訊 

新興科技對隱私

權之侵害 

RealNetworks 秘密蒐集消費者個人資料 

組織 

*：研究範圍 
資料來源：侵權類型與項目歸納整理自簡榮宗[7]；邱惠雯[5] 

二、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 
不同社會的道德價值、文化、倫理、規範與法律皆有其不同的觀點與期許，任何偏

差行為亦沒有固定的行為模式，但是每個社會皆將妨礙他人生活、異於社會期待、造成

他人痛苦、社會成長停滯等行為視為偏差行為，某些破壞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的偏差行

為，甚至被視為犯罪行為。行為的認定與社會規範息息相關，尤其是歷經時空、環境等

改變後，社會規範會受到相當程度的衝擊與改變。當法律有變更，代表個人所享有的法

律保障亦有所變化，例如：電腦科技發展的初期，法律對於軟體的重製行為並沒有清楚

的規範，但是現今軟體的重製行為已被法律明文限制。這種現象間接說明違法行為的認

定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亦有調整。 
「個人資料商業化的侵權行為」、「不當洩漏他人資料的侵權行為」是本文的研究範

圍，上述侵權行為均是法律明文規範的違法行為，可以被認定為犯罪行為。然而，由於

本研究著重於探討社會規範、態度等因素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的影響，不擬直接定

義上述活動為犯罪行為，因此以侵害行為定義上述二種侵權行為。因此，本研究對「資

訊隱私侵害行為」的定義是： 
在沒有通知當事人或獲得當事人同意之前，以不當行為方式將他人的隱私資料

應用在特定目的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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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計畫行為理論主張個人對特定行為的態度、主觀規範與行為控制知覺等構念，會影

響個人的行為意圖，而且行為意圖會影響行為。多年來，TPB 理論已被廣泛應用在醫療、

行銷、教育、心理、管理與資訊倫理等領域。TPB 理論的構念，分述如下：(1)對行為的

態度，係指個人對特定行為的正面或負面之感覺。(2)主觀規範，係指個人從事某項特定

行為時所預期的社會壓力，這個社會壓力的主要來源是重要關係人（例：父母、師長等）

與參考團體（例：朋友、同儕等）等。(3)行為控制知覺，強調執行某特定行為時，感受

容易或困難的程度，例如：感受到有利的機會、資源（能力、技能等），個人對於該行

為的控制認知會越高，行為的意圖會越強，行為意圖與實際行為的關係就越穩定；反之，

則相反[11]。(4)行為意圖，係指個人從事某特定行為之意圖的強弱程度。(5)行為，可以

從個人對某特定行為的意圖預測得知。如圖一所示，對行為的態度、主觀規範、行為控

制知覺等三項變數影響行為的意圖。 

由於多數行為均存在某種程度的不確定性，Ajzen 因此提出「行為控制知覺」構念，

表達個人行為受到自我控制（內在因素）與便利性（外在因素）的影響。Ajzen[10]認為，

「行為控制知覺」與「自我效能」這兩項構念的組成要素相當接近；Bandura[13]認為，

自我效能涵蓋層面比 Ajzen 的行為控制知覺更完整。Manstead and Eekelen[50]的實徵研

究指出，「自我效能」變數可以用來作為行為控制知覺的替代變數。過去不少實徵研究

[14, 52, 24, 6]證實自我效能構念可以更有效預測個人的行為。透過上述的觀點與文獻，

本研究擬以「資訊隱私自我效能」構念取代「行為控制知覺」構念，探索影響資訊隱私

侵害行為意圖的因素。「資訊隱私自我效能」構念的定義，如下所示： 
在特定情境下，資訊隱私自我效能是尊重、保護他人資訊隱私權之能力的信心

判斷。 

三、理性選擇理論(Rational choice theory) 
根據犯罪學理論類別、意涵[67, 27]，犯罪學理論可分為三類：(1)鉅觀理論，強調

犯罪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2)微觀理論，解釋人們為什麼會變成犯罪者；(3)中介理

論，整合鉅觀理論、微觀理論的觀點。犯罪學微觀理論的理性選擇理論經常被用來解釋

人的犯罪行為與動機，因此本研究擬以犯罪學微觀理論的理性選擇理論，探討影響資訊

隱私侵害行為意圖的因素。 
犯罪學理論主張犯罪行為是自由意志(Free-well)、理性(Rationality)選擇的結果。犯

行為 

圖一 計畫行為理論 [11] 

主觀規範 
行為意圖 

行為控制 
知覺 

對行為 
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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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行為是理性的行為抉擇，個體評估犯罪行為帶來的利益大於成本，才會付諸行動。近

年來，已經有不少文獻引用理性選擇理論探討電腦犯罪相關行為，例：賽門鐵克公司的

駭客入侵行為意圖研究報告[33]、美國司法部的塑膠貨幣詐欺研究[54]、未來犯罪趨勢

研究報告[12]與資訊安全與犯罪機會[68, 69]等，顯示理性選擇理論已逐漸被應用在電腦

犯罪行為的研究。 
Clarke and Cornish[23]與 Cornish and Clarke[26]認為，不同的犯罪類型會有不同的選

擇，因此在分析犯罪行為的抉擇時，應該根據犯罪事件特定性(Offence specific)與犯罪者

的特定化(Offender specific)來進行。犯罪事件特定性，係指犯罪事件的建構，主旨在於

說明每種犯罪型態都有其特定的報酬、風險與特殊技巧。其次，犯罪者的特定化，係指

犯罪者不是隨機從事特定犯罪行為，亦即犯罪者從事特定犯罪行為之前，是經過仔細的

考量，例如：成本、利益、動機、需求等，均是犯罪者考量的重點。“獲利越大、風險

越少”是犯罪者決定犯罪的基本原則。 
行為是自由意志、理性選擇的結果，個人在進行任何一項活動之前，均會理性評估

該行為能替自己帶來何種利益，以及可能付出何種成本。Piliavin et al.[58]指出，犯罪的

成本顯著影響犯罪行為，該研究的成本有二項，一項是正式成本，係指被逮捕的風險、

法律制裁的風險等；另一項是非正式成本，係指自我的制裁（行為後的罪惡感、恥辱等）、

家人與朋友的制裁（失去家人與朋友）、社會的制裁（未來合法工作機會的減少）等[38]。
除了成本的評估，利益的評估也是潛在犯罪者的考量因素。利益的評估有二項，一項是

外在利益，係指從侵害行為獲得利益、報酬與資源[26]；另一項是內在利益，係指透過

侵害行為獲得刺激感、成就等滿足[35, 56]。綜觀上述，本研究擬以「利益的評估」與「成

本的評估」構念探討個體的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是否受到利益與成本評估的影響。 

參、研究設計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研究，很難直接對受訪者衡量「行為」，許多不當行為的研究

常以衡量「行為意圖」作為行為的替代變數，本研究亦不例外。本研究的主旨反映當事

人在有意識地情況下，系統化的應用已擁有的資訊，完全自我控制的決定是否從事資訊

隱私侵害行為，這種行為意圖是經過理性的考量。至於行為未經理性評估者，則不是本

研究所欲解釋與分析的對象。本文的研究設計採用模型比較(Competing models)方式探討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影響因素，分析變數之間因果關係的變化情形，進以瞭解資訊隱私

侵害行為的意圖。 

一、研究構念 
Ajzen[9]認為行為控制知覺與行為意圖之間的關係，取決於行為或所處的情境，因

為行為意圖轉換成行為時，需考量到個人或所處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根據計畫行為理

論、理性選擇理論，研究模型透過「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主觀規範」、「資訊

隱私自我效能」、「利益的評估」與「成本的評估」等研究變數，探討這些變數如何影響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相關研究構念之定義請參考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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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影響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的構念定義 

研究構念 定義 

對資訊隱私侵害 
行為的態度 對於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正面、負面的感覺。 

主觀規範 從事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時預期的社會壓力。 

資訊隱私自我效能 尊重、保護他人資訊隱私權之能力的信心程度。 

利益的評估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所能帶來內在利益與外在利益的滿意程度。 

成本的評估 為資訊隱私侵害行為付出正式成本與非正式成本的嚴重程度。 
資訊隱私侵害 
行為意圖 欲從事資訊隱私侵害行為之意圖的強弱程度。 

二、研究模型 

（一）研究模型一 
行為規範階段可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眾多習俗與規則之中，選擇適切的行

為規範；第二階段是思考為什麼這些習俗或規則是好的、是對的。多數人以不違背上述

二者方式來決定個人的行為。然而，為了欲求的結果，並不是所有人們都以最道德的思

維方式決定個人行為[44, 28]。研究模型一如圖二所示，「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是依

變數，「利益的評估」、「成本的評估」與「主觀規範」是自變數，「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

的態度」、與「資訊隱私自我效能」為該模型的中介變數，探索上述影響因素對資訊隱

私侵害行為的影響情形。 

 

圖二 研究模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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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說：研究模型一 
DeConick and Lewis[28]認為人們為了得到欲求結果，可能會以成本、利益分析來決

定行為，而非以最道德的方式來決定行為。理性選擇理論認為利益是犯罪行為的重要指

標之一[26]，例如：Peace et al.[57]之盜版軟體行為的實徵研究結果證實，對盜版行為的

態度、主觀規範、行為控制知覺構念均是盜版軟體的關鍵因素，個人對盜版行為的態度，

間接受到軟體價值的影響，而且軟體價值越高，對盜版行為的態度就越正向。因此，本

研究認為在高利益的誘因下，侵害他人資訊隱私權的態度會趨強，說明利益的評估越

高，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會越正向、持肯定態度。因此推導假說如下： 

假說 1-1：利益的評估越高，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正向。 
Ajzen[11]認為現實生活中，某些行為並非可被意志控制，不少行為都有相當程度的

不穩定性。本研究認為當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結果，被評估能帶來高利益，且所處的情

境又提供行為所需要（如金錢、時間、精力等）的資源，環境層面與行為層面會影響個

人對於尊重、保護他人資訊隱私權的信心程度。換言之，在高利益的誘因下，尊重、保

護他人資訊隱私權的信心會轉弱，亦即利益的評估越高，資訊隱私自我效能會較弱。因

此推導假說如下： 

假說 1-2：利益的評估越高，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越弱。 
Kreie and Cronan[46]、Bommer et al. [18]與 Leonard et al. [47]等研究結果顯示，個人

對行為信念與行為結果的評價會受到法律環境的影響。Peace et al.[57]研究指出，刑罰的

嚴厲程度越高，個人對盜版軟體的態度就越負向。本研究認為行為經過理性的評估，正

式成本（法律制裁、刑罰嚴重程度、被逮捕風險等）與非正式成本（自我制裁、社會制

裁等）會影響當事人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例如：認為將他人隱私資料商業化的

行為極具傷害性，而且司法單位與社會的制裁很嚴厲，會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持負向的

態度。相反的，如果認為將他人隱私資料進行商業化的行為是沒有傷害性，而且司法單

位與社會的制裁很寬鬆，會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持正向的態度。因此，在高成本的嚇阻

下，侵害他人資訊隱私權的態度會趨弱。換言之，成本的評估越高，對資訊隱私侵害行

為的態度會越負向、持反對的態度。因此推導假說如下： 

假說 1-3：成本的評估越高，個人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負向。 
資訊隱私自我效能是個人尊重、保護他人資訊隱私權的信心程度，如果從事資訊隱

私侵害行為必須付出相當的成本（正式成本與非正式成本），在高成本的嚇阻作用下，

個人為了減少被法律制裁、或社會制裁的風險，因此尊重、保護他人資訊隱私權的信心

會轉強。換言之，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成本評估若越高，尊重他人資訊隱私權的信心

程度會較強，因此推導假說如下： 

假說 1-4：成本的評估越高，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越強。 
Shepherd and O’Keefe [61]、Shimp and Kavas[62]、Vallerand et al.[64]等研究指出，

對特定行為的主觀規範會影響其態度。Chang[20]的軟體盜版行為與 Hsu and Kuo[42]的
保護資訊隱私權研究指出，個人感受到的主觀規範會影響當事人對特定行為的態度。就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而言，如果重要關係人與參考團體不支持資訊隱私侵害行為，資訊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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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侵害行為的主觀規範會比較強，個人因為預期該行為會遭受較大的社會壓力（主觀規

範強），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持反對態度，因此推導假說如下： 

假說 1-5：主觀規範越強，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負向。 
軟體盜版行為意圖[57, 20, 30]、網路入侵行為意圖[33]與資訊倫理行為意圖[16, 18, 

48]等文獻，均以對行為的態度構念預測資訊科技的不當行為意圖。就資訊隱私侵害行

為而言，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呈負向者，代表個人不接受資訊隱私侵害行為，其

價值觀認為這種行為具傷害性，對這種行為的接受程度較低，其態度會影響個人的意

圖，並將此意圖轉化為不從事侵害他人資訊隱私權的行為。根據上述的文獻與討論，顯

示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會影響該行為的意圖。因此推導假說如下： 

假說 1-6：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負向，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越弱。 
長久以來，主觀規範對於行為意圖一直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例如：知識分享的行

為意圖[17]、網路商品購買意願[39]等。若以使用資訊科技的不當行為而言，軟體盜版

行為意圖[57, 20, 30]、在網際網路上隱瞞個人資訊的行為意圖[49]等均引用主觀規範預

測個人的行為意圖。就資訊隱私侵害行為而言，主觀規範呈現負向，代表重要關係人與

參考群體支持、不反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當事人從事該行為時所承受的社會壓力較

小。根據上述的文獻與討論，顯示主觀規範會影響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因此推導

假說如下： 

假說 1-7：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主觀規範越強，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越弱。 
Hill et al.[40]與 Wood and Bandura[70]研究證實，自我效能會影響個人執行某特定行

為的意圖。許孟祥等[6]實徵研究指出，資訊隱私倫理效能反應個人對於保護他人資訊隱

私的自信心。本研究認為，每個人的能力、可享用資源與機會均不相同，對於特定行為

帶來的利益收獲與成本支出均有不同的評估。就資訊隱私侵害行為而言，資訊隱私自我

效能越強者，較有信心控制自我的行為，保護他人資訊隱私權的行為意圖會較強。根據

上述的文獻與討論，顯示資訊隱私自我效能會影響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因此推導

假說如下： 

假說 1-8：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越強，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越弱。 

（三）研究模型二 
模型二與模型一的最大差異是「利益的評估」與「成本的評估」對「資訊隱私侵害

行為意圖」有直接的影響作用，亦即模型二比模型一多出二個研究假說，分別是假說 2-9
與假說 2-10。本研究希望透過實徵資料驗證這二項假說，試圖瞭解「利益的評估」與「成

本的評估」是否直接影響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 
Hunt and Vitell[43]認為道德問題的評估可以分為道義論(Deontological evaluation)和

目的論(Teleological evaluation)的角度來看待道德行為。若以道義論觀點探討行為，道義

論較著重人們是否有欺騙、撒謊、不公平等負面的行為舉止；若以目的論觀點探討行為，

目的論較著重成本利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以成本利益分析道德上的行為[28]。
Hunt and Vitell[43]認為，為了得到想要的結果，人們不一定採取最道德的方案執行其行

為，例如：人們較常以目的論評估行為，而非以道義論來評估行為[44, 28]。對資訊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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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行為而言，人們是不是也以成本利益分析方式來評估行為，值得進一步瞭解與探討。 

（四）研究假說：研究模型二 
理性選擇理論認為利益、機會與風險的多寡是犯罪行為的重要指標，因此本研究認

為「利益的評估」是當事人衡量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結果的利害得失指標之一。利益是影

響侵害行為意圖的重要因素[53, 55, 57]。利益的評估包括帶來金錢、報酬的外在利益，

以及帶來成就感、滿足感的內在利益。Hunt and Vasquez-Parraga[44]研究指出，如果不

當行為產生的正面結果（獲得利益、好處等）大於負面結果（欺騙、傷害等），人們會

降低對此行為不道德的看法。就資訊隱私侵害行為而言，人們在從事該侵害行為之前會

經過理性的考量，並評估該行為能為自己帶來多少利益。如果能帶來高利益，可能會降

低對該侵害行為不道德的看法，甚至將該行為合理化，而產生較強的行為意圖。根據上

述的文獻與討論，顯示利益的評估會直接影響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因此推導假說

如下： 

假說 2-9：利益的評估越高，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越強。 
Gottfredson and Hirschi[36]認為，當情境有利於犯罪時，犯罪行為自然就會發生。「成

本的評估」也是當事人衡量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結果的利害得失指標之一。Bommer, et 
al.[18]與 Kreie and Cronan[46]認為法規環境會影響個人的倫理決策；Christensen and 
Eining[21]指出刑罰可以抑制軟體盜版行為。成本的評估包括帶來被逮捕、被法律制裁

的正式成本，以及自我制裁、親朋制裁或社會制裁的非正式成本。就資訊隱私侵害行為

而言，人們在從事該侵害行為之前會經過理性的考量，並評估要為該行為承擔多少正式

成本（法律制裁等）與非正式成本（社會制裁等）。評估之後，如果必須為資訊隱私侵

害行為付出較高的成本，會對該行為的意圖產生嚇阻效果，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會

轉弱。根據上述的文獻與討論，顯示成本的評估會直接影響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

圖三 研究模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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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推導假說如下： 

假說 2-10：成本的評估越高，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越弱。 
根據上述相關文獻推論出研究模型一與研究模型二，所有的研究假說整理如表三所

示。 

表三 模型一與模型二的研究假說 

模型一 模型二 研究假說 

H1-1 H2-1 利益的評估越高，個人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正向。 

H1-2 H2-2 利益的評估越高，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越弱。 

H1-3 H2-3 成本的評估越高，個人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負向。 

H1-4 H2-4 成本的評估越高，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越強。 

H1-5 H2-5 主觀規範越強，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負向。 

H1-6 H2-6 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負向，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越弱。 

H1-7 H2-7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主觀規範越強，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越弱。 

H1-8 H2-8 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越強，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越弱。 

H2-9 利益的評估越高，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越強。 
 

H2-10 成本的評估越高，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越弱。 

三、變數衡量 
研究模型有五項研究變數，變數的衡量指標及問卷問項之設計過程，均根據理論基

礎及相關文獻作為研究設計的基礎（參表四）。研究設計主軸是讓受訪者先閱讀單一情

境劇本（個人資料的商業化、不當洩漏他人資料），隨即請受訪者回答情境故事的問項，

以瞭解個人在特定情境下，何種因素影響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相關之研究變數的

衡量，說明如下： 
1. 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IT 倫理行為意圖研究[47, 20]對態度的操作化定義，

是徵詢受訪者對特定行為的感受，例如：正面的感受（可接受、合理、沒有傷害性

等）、負面的感受（不接受、不合理、傷害性等）二個信念。本研究依據此測量工

具衡量個人的態度，包括：個人認為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是無傷害性、可以被接受、

正當且合理等態度。透過 Likert 七點尺度，若答題分數越高表示受訪者接受資訊隱

私侵害行為；反之，則相反。 
2. 主觀規範：依據測量工具衡量個人的主觀規範，包括：我的家人會贊成、我的師長

會支持、我的朋友不會反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透過 Likert 七點尺度，若答題分數

越高表示受訪者認為重要關係人支持資訊隱私侵害行為；反之，則相反。 
3. 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許孟祥等[6]針對資訊隱私發展倫理效能量表，以不看、不取得、

不分享與不圖利四個構面衡量資訊隱私自我效能。本研究根據欲研究的情境劇本適

當修改該量表的問項，並將這十題測量題項按四個構面計算平均值，用來評估特定

情境下受訪者的資訊隱私自我效能。問項以 Likert 七點尺度，若答題分數越高表示

受訪者比較有信心控制自我的行為，較尊重他人的資訊隱私權；反之，則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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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利益的評估：利益評估的構面，外在利益的問項，包括可能獲得的好處、機會與報

酬等問項[26]；內在利益的問項，包括獲得刺激的快感、成就感、朋友的尊重等問

項[36, 56]。根據六題測量題項，按內在利益與外在利益構面計算其平均值，用來測

量特定情境下受訪者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可能帶來利益的評估。透過 Likert 七點尺

度，若答題分數越高表示受訪者認為資訊隱私侵害行為可以為自己帶來報酬與成就

感；反之，則相反。 
5. 成本的評估：成本評估的構面，正式成本，包括受害人的報案、司法單位的執法、

法律制裁等問項；非正式成本，包括影響未來的前途、罪惡感與失去家人、朋友等

問項[38]。根據七題測量題項，按正式成本與非正式成本構面計算其平均值，用來

測量特定情境下受訪者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可能付出成本的評估。透過 Likert 七點

尺度，若答題分數越高，表示受訪者認為資訊隱私侵害行為並不會被法律、社會制

裁等；反之，則相反。 
6.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行為意圖是行為的重要指標[31]，代表個人欲從事資訊隱

私侵害行為意願的強弱程度。透過 Likert 七點尺度，若答題分數越高，表示受訪者

之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越強；反之，則相反。 

表四 研究變數、衡量構面及問卷設計對照表 

研究變數 構面 量表來源 

沒有傷害性 
可以被接受 

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 
的態度 

正當且合理 
[47, 20] 

我的家人會贊成 
我的師長會支持 主觀規範 

我的朋友不會反對 
[9] 

正式成本 
成本的評估 

非正式成本 
[38] 
本研究 

內在利益 
利益的評估 

外在利益 

[26, 35, 56] 
本研究 

不看 
不取得 

不分享 
資訊隱私自我效能 

不圖利 

[6]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 意圖之強弱程度 [31] 

四、問卷調查與資料分析步驟 
Bachman et al.[15]與 Reidenbach and Robin[59]認為多數人對問卷的敏感問項(Di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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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不願表達個人真實的想法，這種現象容易造成研究誤差。如果改採情境故事

(Scenario-based vignettes)方式讓受訪者投射在情境故事的情況下回答問項，可以減緩受

訪者刻意配合或迴避問項的困擾。因此，許多涉及道德、倫理行為意圖等研究，經常採

用或改編情境故事的方式進行實徵研究[47, 41, 37, 32]。因此，本研究的情境劇本參考

Dejoie et al.[29]情境兩難故事，將欲探討之個人資料的商業化、不當洩漏他人資料等侵

權行為編撰為二個情境故事。 
同一受訪者如果填答兩個情境故事的問項，可能造成副作用(Side-effect)，因此本研

究所有受訪者只回答一個情境故事的問項。研究對象在北、中、南三區各選一至二所學

校作為研究取樣的主要來源。為了方便日後對研究樣本進行無差異性分析，因此採用便

利抽樣，以合作意願較高的學校老師為主要樣本學校，此亦為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本研究資料分析包含下列步驟：首先，進行樣本背景資料的敘述性統計分析，信度

檢定採 Cronbach’s α 計算。接著，以探索性因素分析法作為建構效度的衡量；以相關分

析法作為研究變數之間區別效度的衡量。在完成信度、效度的檢測後，採 LISREL 統計

軟體的結構模式分析法（SEM）檢定研究構念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的影響。 

肆、資料分析 

一、樣本分析 
本研究實際發出 800 份問卷，實際回收 762 份，扣除答題不全等廢卷外，有效回收

632 份，有效樣本之回收率達 83%。回收問卷的樣本特性如表五所示。為確保回收問卷

的樣本具母體代表性，本研究以學生個人資料比較不同情境回收的樣本是否具顯著差

異。變異數同質性檢定（Test of homogeneity of variances）的結果顯示，不同情境的樣

本資料在研究構念上符合同質性要求，代表回收的樣本資料具有一定程度的母體代表

性。 

表五 研究樣本回收一覽表（樣本數：632） 

樣本特徵 類別 個人資料的商業化 不當洩漏他人資料 
男 41.5% 39.5% 

性別 
女 58.2% 60.5% 

學生 83.9% 83.2% 
職業 

在職學生 16.1% 16.8% 
20 歲以下 31.9% 49.5% 
21-25 歲 57.6% 43.6% 
26-30 歲 8.2% 6.2% 
31-35 歲 1.2% 0.0% 
36-40 歲 0.3% 0.3% 

年齡 

40 歲以上 0.6% 0.3% 
專科 5.0% 12.7% 
大學 90.4% 82.1% 教育程度

研究所 4.7% 5.2% 
樣本數量 341 291 



90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之研究 
 

 

二、研究量表的檢測 
進行假說驗證與分析構念間的關係之前，必須確認研究構念的測量題項和測量尺度

具備良好的建構效度及信度。Sethi and Carraher[60]指出，不當的量表設計，即使資料分

析結果顯示各構念間具有相當程度的共變性，這種研究結果的正確性亦是令人質疑。因

此，本研究以收歛效度、構念效度與信度檢測量表的品質，確保測量工具有相當程度的

效度和信度。 

表六 研究變數的相關係數、探索性因素分析與 Cronbach’s α 值 

變數 ATT SN SE BHB PL INT 特徵值 解釋變

異量% Cronbach’s α

對資訊隱私 
侵害行為態度 ATT 1     

 
2.324 77.478 0.841 

主觀規範 SN 0.322** 1    
 

2.157 71.911 0.780 

資訊隱私 
自我效能 SE -0.076 -0.192** 1   

 
7.674 62.570 0.901 

利益的評估 BHB 0.177** 0.399** -0.238** 1  
 

4.427 68.665 0.826 

成本的評估 PL 0.195** 0.417** -0.174** 0.451** 1 
 

4.052 63.702 0.790 

資訊隱私 
侵害行為意圖 INT 0.497** 0.226** -0.173** 0.154** 0.177** 1 4.626 77.098 0.910 

**表示相關係數在0.01水準下，雙尾檢定為顯著 
本研究採用探索性因素分析法(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針對每一變數，逐一檢

測所使用之量表的測量題項是否擁有單構面尺度的良好品質。經探索性因素分析，表六

顯示每個測量題項的因素負荷量均大於 0.5，而且每一變數均能收歛為同一因素構面，

表示本研究所使用的測量題項擁有單構面尺度的良好品質。 
表六顯示，各變數間的相關係數均達顯著水準 p< 0.01。本研究變數之間的相關係

數均不為 0，顯示變數之間的確存在某種實質上的關係，代表研究量表具有相當程度的

判別效度。另外，表六 Cronbach’s α 顯示，各變數的信度均大於 0.7，均具有可接受的

信度水準，顯示研究量表具有良好的信度。 

三、競爭模型與假說檢定 
根據假說一、假說二研究模型的契合度指標、疊代次數與期望交叉效度等指標，選

出最佳研究模型後，逐一檢定最佳研究模型變數之間的關係 

（一）競爭模型 
競爭模型的選擇可以從 LISREL 的參數估計結果與模型契合度指標進行研究模型的

判斷與分析。邱皓政[4]指出，採用 LISREL 的 ML 法（最大概似法）時，疊代(Iterations)
次數較多時，代表資料不易聚合，研究模型與實際資料間有相當大的差距。Browne and 
Cudeck[19]對於競爭模型也提出一項指標，該指標是期望交叉效度指標 (Expected 
cross-validation index; ECVI) ， 這 項 指 標 可 以 用 來 作 為 診 斷 模 型 的 複 核 效 化

(Cross-validation)的指標，ECVI 越小，代表該模型契合度的波動性越小，即代表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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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佳；ECVI 越大，代表該模型契合度的波動性越大，代表該模型較不理想。本研究依

循上述的參數估計結果與模型契合度指標，判斷研究模型一與研究模型二，選擇最佳的

研究模型之後，再檢定該模型的假說。 

（二）研究假說的實質關係 
根據總體樣本的資料，以 LISREL 統計軟體結構模型分析法(SEM)的模型契合度指

標、EVCI 指標值與疊代次數等檢定研究模型一與模型二，選出最佳模型後，再進行研

究假說之實質關係的檢定。 

1. 研究模型一 

表七研究模型一之檢定結果顯示，卡方自由度比（χ2/df）是 3.688，p 值是 0.000，

非集中化參數估計值 NCP 是 75.264，平均概似平方誤根係數 RMSEA 是 0.065，小於 0.08
判斷值。另外，GFI、AGFI、NFI、NNFI、CFI 等契合度指標皆大於 0.90，而疊代次數

是 10 次，顯示模型一具有理想契合度。Kettinger and Lee[45]曾建議卡方自由度比小於 5
是可接受的範圍，Browne and Cudeck[19]與 Marsh[51]曾指出，大型樣本量的卡方值不

太適合做為模型契合度指標。因此，檢定模型時應參考其他的契合度判斷指標，如果契

合度指標能達到顯著水準，即表示研究模型具有理想的契合度。 

表七 模型一與模型二之比較 （樣本數：632） 

契合度 
指標 

契合度 
判斷值 模型一 模型二 假說內容 模型一 

路徑係數 

χ2  103.26 99.622 利益 態度 0.09 (1.38) 

df  28 26 利益 效能 -0.36** (-3.85) 

χ2/df <5 3.688 3.831 成本 態度 0.17** (2.71) 

NCP  75.264 73.622 成本 效能 0.00 (-0.05) 

GFI >0.90 0.968 0.969 主觀 態度 0.54** (9.28) 

AGFI >0.90 0.938 0.935 態度 意圖 0.44** (8.33) 

NFI >0.90 0.948 0.972 主觀 意圖 0.09 (1.91) 

NNFI >0.90 0.970 0.963 效能 意圖 -0.21** (-4.95) 

CFI >0.90 0.981 0.979 解釋力(R2) 33% 

RMSEA <0.08 0.065 0.067 註：括弧內是 t value 

疊代次數 較少者為佳 10 17   

2. 研究模型二 

研究模型二的利益評估與成本評估變數不僅直接影響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態度與資

訊隱私自我效能，同時也直接影響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表七研究模型二之檢定結

果顯示，卡方自由度比（χ2/df）是 3.831，p 值是 0.000，非集中化參數估計值 NCP 是

73.622，平均概似平方誤根係數 RMSEA 是 0.067，小於 0.08 判斷值。另外，GFI、AGFI、
NFI、NNFI、CFI 等契合度指標皆大於 0.90，而疊代次數是 17 次，顯示模型二亦具有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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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契合度。 

3. 模型一與模型二的比較 

表七顯示，模型一卡方自由度比（χ2/df）是 3.688，比模型二的 3.381 小，模型一優

於模型二。接著，進行契合度指標的判斷，NCP 與 RMSEA 的判斷值越小越好，模型一

與模型二各有一次較佳判斷值的表現。GFI、AGFI、NFI、NNFI、CFI 等契合度指標應

大於 0.90，在上述的比值當中模型一比模型二多出一次較佳判斷值，在這部份模型一優

於模型二。另外，在疊代次數上，模型一的次數較少，又再一次有優於模型二的表現。

根據 ECVI 指標，再檢視模型一與模型二在 ECVI 指標的表現，檢視結果發現兩個模型

的 ECVI 指標均是 2.074。換言之，這兩個模型契合度的波動情形相似，沒有顯著的差

異。 
由於模型一卡方自由度比值較低、疊代次數較少、契合度指標值表現較佳等，模型

一與模型二的競爭結果，證實模型一是契合度較佳的研究模型。因此，進行模型一的假

說檢定，至於模型二的假說則不會進行實質關係的檢定。  

四、假說一的檢定 
研究模型一共計有八個假說，圖四與表八顯示檢定結果有五項假說達到顯著水準（t

值 > 1.96），該模型的五項變數對於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的累積解釋力為 33%。如表

八所示，假說 1-5 的路徑係數(0.54)最大，顯見主觀規範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態度的影響

效果最大，其次依序是態度對意圖(0.44)、利益對資訊隱私自我效能(-0.36)、資訊隱私自

我效能對意圖(-0.21)、成本評估對態度(0.17)。 
表八的假說檢定結果顯示，假說 1-2 獲得支持，如果利益的評估越高，個人尊重他

人資訊隱私權的信心程度越低。假說 1-3 獲得支持，如果成本評估越高，代表個人評估

司法、社會等對侵權行為的制裁是較寬鬆，對該侵害行為的態度會比較支持、不反對。

假說 1-5 獲得支持，如果主觀規範越高，代表重要關係人與次要參考團體越不接受資訊

圖四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模型的變數間關係 

0.54**

主觀規範 

資訊隱私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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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侵害行為，個人會比較不接受資訊隱私侵害行為。假說 1-6 獲得支持，對資訊隱私

侵害行為的態度越正向，從事該侵害行為的意圖越強。假說 1-8 獲得支持，資訊隱私自

我效能越正向，代表尊重他人資訊隱私權的信心越強，從事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會

較弱。 

表八 假說一的檢定結果 

假說內容 檢定結果 

H1-1 利益的評估越高，個人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正向。 不顯著 

H1-2 利益的評估越高，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越弱。 顯著 

H1-3 成本的評估越高，個人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負向。 顯著 

H1-4 成本的評估越高，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越強。 不顯著 

H1-5 主觀規範越強，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負向。 顯著 

H1-6 
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負向，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越

弱。 顯著 

H1-7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主觀規範越強，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越

弱。 不顯著 

H1-8 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越強，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越弱。 顯著 

伍、討論 
研究模型的結構化分析結果顯示，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之模型一與模型二的競爭

結果，模型一比模型二略勝一疇。模型實質關係中，【成本評估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態

度】與【利益評估 資訊隱私自我效能】均達顯著水準。研究結果說明，如果認為資訊

隱私權的侵權行為結果，所招致的懲罰、制裁是寬鬆，當事人支持、不反對資訊隱私侵

害行為的態度會較強。另外，在利益評估方面，如果認為資訊隱私權的侵權行為結果，

能為個人帶來相當的報酬與利得等誘惑，當事人尊重、保護他人資訊隱私權的信心會降

低。換言之，本研究的假說 1-2「利益的評估越高，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越弱」與假說 1-3
「成本的評估越高，個人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負向」，皆獲得實徵上的支持。 

根據統計結果，【主觀規範 態度】的路徑係數大於【態度 行為意圖】，代表主觀

規範對個人之態度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效果，這種情形亦說明主觀規範對於該侵害行為意

圖具有間接的影響效果。主觀規範雖然沒有直接影響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但是卻

會間接的影響該侵害行為的意圖，因為重要關係人或次要參考團體不反對資訊隱私侵害

行為，這種支持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見會直接影響當事人的態度；支持侵害行為的態

度進而產生從事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這種檢定結果說明，重要關係人與次要參考

團體的意見與態度，會直接、正向影響到當事人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以上的分

析說明假說 1-5「主觀規範越正向，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越負向」獲得實徵的支

持。 
【資訊隱私自我效能 行為意圖】亦達到顯著水準。由於資訊隱私自我效能是尊重

他人資訊隱私權的信心程度，如果該信心程度越低，對於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會越

強。換言之，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越強，該侵害行為意圖越弱。以上的分析說明假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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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私自我效能越強，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越弱」獲得實徵的支持。 

陸、結論 
透過實徵資料檢驗假說，研究結果證實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會受到利益評估、

主觀規範的影響，而且主觀規範的影響效果超越利益評估。這代表個體身邊的重要關係

人、次要參考團體的價值、期待等，能顯著地影響個體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這

項研究結果顯示，尊重他人資訊隱私權的觀念要擴及全民，因為如果多數的社會成員均

能尊重他人的資訊隱私權，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影響我們身邊的親朋好友，擴大主觀規

範的影響力，引導個體有尊重、保護他人的資訊隱私權的態度。另外，研究結果亦證實，

成本評估會影響個體對保護他人資訊隱私權的信心程度，本研究認為如果司法單位嚴格

制裁侵犯他人資訊隱私權的行為，可以強化個體的資訊隱私自我效能，提升個體尊重他

人資訊隱私權的能力。雖然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圖受到態度、自我效能的直接影響；

然而，主觀規範、利益評估與成本評估卻間接影響到個體的態度與自我效能，實不容小

覷。 
人類是社會動物，社會環境提供指導人類行為的文化價值和定義，人類的行為就是

社會環境的產物。為進一步改善資訊社會環境，本研究對政府單位、資訊教育、企業與

個人等提出下列三項建議：(1)政府機構，持續修訂電腦犯罪之相關法律，司法機關應多

加強刑事科學的電腦犯罪鑑識能力與數位証據的取得，抑制侵權行為等活動，減少資訊

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傷害。(2)資訊教育，法律較著重於事後之懲罰或補救，若能從教育著

手，做事前的防範，對資訊社會秩序的維護具積極性的意義。倫理是行爲的指導準則；

資訊化社會須要資訊倫理規範個人使用資訊的行為。資訊倫理教育的提供，不應侷限於

校園內的資訊倫理教學，甚至應擴大至整個資訊社會的每一成員。誠如研究結果所示，

父母、師長與同儕等重要關係人的期許，會影響個人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若能

透過資訊倫理教育教導社會成員尊重他人的資訊隱私權，對資訊社會秩序的維護應具有

積極性意義。(3)企業與個人，所有使用電腦的個人、企業應有尊重、保護他人資訊隱私

權的共識，為資訊社會的秩序盡一份棉薄心力。 
資訊社會的匿名性、流動性正在改變人際、家庭、社會的結構，這些結構的變遷正

在重新改寫社會活動。因此，我們期許未來能有更多學者透過科際整合方式，對資訊社

會所衍生的不當行為進行更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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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Ａ：問卷的情境故事 
【個人資料商業化】情境故事 

學生輔導中心透過問卷調查欲進一步瞭解學生的生活壓力，該問卷上有學生的個人隱私資訊，例如：姓

名、性別、身份證字號、電話、住址等。學生輔導中心委託心理系王教授分析全校 8,000 位同學的問卷資

料。明莉是王教授的助理，負責輸入這 8,000 份問卷的資料。 

明莉的舅舅是一家補習班老闆，舅舅認為學生的個人基本資料有助於招生工作，舅舅向明莉索取學生個

人資料。因此，明莉利用處理問卷的機會，複製了所有問卷的資料，將資料交給舅舅。 

【洩漏他人資料】情境故事 

宗憲是某大學 BBS 的版主兼網站管理人，菲哥是其同寢室的哥兒們。菲哥在 BBS 上認識了一位署名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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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少女」的網友，兩人相談甚歡，菲哥想要進一步認識對方，無奈對方不願意透露真實姓名及聯絡電話。 

菲哥於是要求宗憲將神隱少女登錄在 BBS 的個人資料透露給他。宗憲認為幫好友追求女朋友也是美事一

樁，就將神隱少女的真實姓名、聯絡電話、就讀學校與上網相關記錄等個人資料給了菲哥。 

 
附錄B：問卷內容 
 採 Likert 七點尺度，，分數由 1 至 7，分別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 

對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態度 

情境的行為是沒有傷害性(ATT1)；情境的行為是可以被接受的(ATT2)；情境的行為是正當且合理

(ATT3)。 

主觀規範 

我的家人會贊成情境的行為(SN1)；我的師長會支持情境的行為(SN2)；我的朋友不會反對情境的行為

(SN3)。 

成本的評估 

正式成本(FPL) 

報案的可能性很低(FPL1)；檢調單位的執法情形是寬鬆的(FPL2)；只會受到法律上輕微的制裁

(FPL3)；不會影響情境主角的未來前途(FPL4)。 

非正式成本(PL) 

家人、朋友更喜歡我(PL1)；不會讓我有良心不安、罪惡感等感覺(PL2)；不會令我感到羞愧(PL3)。 

利益的評估 

內在利益(IBH) 

提升我在朋友間的地位(IBH1)；獲得成就感(IBH2)；獲得刺激的快感(IBH3)。 

外在利益(OBH) 

獲得報酬(OBH1)；獲得到利益(OBH2)；獲得到好處(OBH3)。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 

從事資訊隱私侵害行為的意願(INT1, INT2, INT3) 

 

 採 Likert 七點尺度，，分數由 1 至 7，分別從「非常沒信心」到「非常有信心」。 

資訊隱私自我效能。 

不看、不取得、不分享、不圖利等四構面，共計十題。 

 



100  資訊隱私侵害行為意圖之研究 
 

 

 


